
澳大利亚：历史记忆、记载与
纪念的政治学研究

———“争议历史与记忆的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陈　 弘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历史和记忆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准确性。对历史的争议不仅是因发掘出新的史实而起，更是因为个
体和民族因其各自的观点和思想对历史进行书写，进而产生迥异的叙述和判断。同时，民族和个体的历

史叙述反复地被重写和改写，而历史事件、人物、民族身份的地理也在不同的时代被收入、剔出，以因应

时代与环境变迁的需要。由此，不同社会、民族、个体和时代对历史的记忆、记载与纪念也就显得颇具政

治意义。某一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不同时期也常常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指向。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教席戴维·沃克（Ｄａｖｉｄ Ｗａｌｋｅｒ）教授合
作举办的“争议历史与记忆的政治”（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国际学术讨论会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３—２４日）即以此为主题，从中国与澳大利亚诸方面的历史问题入手，进而探讨中国与
澳大利亚历史同东亚、亚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的关联性影响。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

１９１５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首次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最为重要的一次战役
即是是年 ４月澳新军团与土耳其守军的加里波利之役，此次惨烈战事以澳新军团的最终溃败告终。但
是在澳大利亚，加里波利一役却在其民族心理意识中被挂上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的诞生”的符号。作

为独立甫始的澳大利亚，参与世界大战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着国家建构、民族塑造的重大意义。４ 月 ２５
日被定为澳新军团日，具有等同于国庆日的重大象征纪念意义。然而，正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杰拉尔

丁·杜格（Ｇｅｒａｌｄｉｎｅ Ｄｏｏｇｕｅ）所指出，１００年来围绕此次战役的哀悼与庆祝表明了历史的复杂性。对加
里波利战役的盛大纪念活动一方面强化了长期以来精心构筑的历史神话，同时也激发了学术界和文化

界对这一历史“迷思”的深层次审视。加里波利之役是一次阵地对峙，但澳大利亚对于其意义的升华远

远超过同样发生在一战时期的欧洲战场西线阵地战，其政治意义远超过其军事意义。

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彼得·柯克兰（Ｐｅｔｅｒ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认为，对于澳新军团的偏执纪念边缘化，甚
至于抹除了人民记忆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民间与政府的历史记载。这种纪念把对战争的

理解庸俗化，在万众一心的纪念活动中，反而无视了重大的战争与政治背景。

柯克兰将争议赋予“纠正集体记忆的触媒”的重要意义。加里波利一役之后，澳大利亚全国、全民

陷入对国家、民族、血统的狂热鼓吹。没有争议的庆典，也引发了之后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与此同

时，庆祝其参加一次失利了的国际战事以强化其自身脆弱的国民意识，也表明了当时澳大利亚民族的不

成熟性。在这里，历史不再是“注视”（ｇａｚｉｎｇ）的行为，而是对“被注视”（ｂｅｉｎｇ ｇａｚｅｄ ｕｐｏｎ）的期待。
日本学者原田容子（Ｙｏｋｏ Ｈａｒａｄａ）的研究表明，１９１４年澳新军团从新南威尔士州阿尔伯尼市的英王

乔治岬（Ｋｉｎｇ Ｇｅｏｒｇｅ Ｃａｐｅ）远赴欧洲参战，日军驱逐舰“雾雨”号承担了运兵任务，而巡洋舰“伊吹”号则
在印度洋海域全程护航。原田指出，日本在一战中的角色长期以来遭到无视，而与澳新军团参战这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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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澳大利亚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而言，日本的作用被长期遗忘。新南威尔士大学尤根·坦普

科（Ｊｕｒｇｅｎ Ｔａｍｐｋｅ）则指出，虽然澳大利亚将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自身走向独立成熟，跻身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标志，然而 １９１９年 ６月签署的凡尔赛合约却对之未予承认。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比利·
休斯（Ｂｉｌｌｙ Ｈｕｇｈｅｓ）带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其所有主张均未得到和会接受，包括对战时澳
大利亚大量的伤亡人员的赔偿事宜、对接收德国在赤道以北太平洋属地的要求均遭拒绝，这无疑为当时

澳大利亚日益高涨的民族身份与国家意识蒙上阴影。

由此，塔斯马尼亚大学潘尼·埃德蒙兹（Ｐｅｎｎｙ Ｅｄｍｏｎｄｓ）进一步提出，对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产生
真正意义上的塑造作用的并不是远在土耳其的加里波利之役，而是自 １７８８年第一舰队抵达澳大利亚开
始殖民起，欧洲殖民者与当地土著人民的对峙、对抗、屠戮和战争。１８３８ 年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迈
尔溪（Ｍｙａｌｌ Ｃｒｅｅｋ）的大屠杀事件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和纪念。埃德蒙兹认为这是澳大利亚走向
文化成熟、种族和解的重要途径，用后殖民的理性看待澳大利亚历史上真正的战场。

二　 非殖民与后殖民语境中的澳大利亚

近几十年来，记忆的研究（ｍｅｍ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探讨各种社会与人群对于“可用的历史”（ｕｓａｂｌｅ ｐａｓｔ）的
回忆与重组。研究视角触及各种纪念活动、纪念碑、纪念物、歌曲、仪式以及其他“记忆址”（ｓｉｔｅ ｏｆ ｍｅｍ
ｏｒｙ）。哥本哈根大学斯图尔特·沃德（Ｓｔｕａｒｔ Ｗａｒｄ）则将语言作为切入点，他认为语言是最强大的、影响
最广泛的对于过去的理解共享的手段。２０ 世纪中叶，欧洲海外殖民势力分崩离析，为因应物质上和政
治上的动荡，观念和语义上的创新应运而生。然而我们往往会发现，语言的变化反映出了它们所描述的

争议的历史关系。他指出，上世纪中叶德国、英国和法国知识分子倡导的“非殖民化”（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正
是对欧洲帝国日薄西山的逆向映射。２０世纪是反殖民主义、平等人权、自主自决、民族解放思潮勃发的
时代。在欧洲，这些潮流汇成了“非殖民化”思想。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非殖民化思想影响尚有限，但
在佛朗兹·法农的激进推动下，非殖民化思想引发了后殖民思潮。沃德进而指出，在澳大利亚学术界，

似乎尚未形成一种对其自身“帝国末日”叙事的观念共识。

拉筹伯大学的葛文达·塔凡（Ｇｗｅｎｄａ Ｔａｖａｎ）从移民的角度分析了后殖民时代的记忆问题。２０１５
年是澳大利亚推出战后移民计划的 ７５ 周年。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奉行“白澳政策”，仅从欧洲引进移
民，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充分意识到自身人口稀少、文化单一的窘境，于是开始从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引进移民，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变深刻地改变了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的性质。然而这一移民

方案一方面催生了澳大利亚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特点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与澳大利亚主流文化

对于民族身份的认识与主张相悖。

澳大利亚土著问题是澳大利亚历史中重要的文化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学界围绕土著历史的争

议主要因 ２００２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基思·温德夏特（Ｋｅｉｔｈ Ｗｉｎｄｓｃｈｕｔｔｌｅ）所著《土著历史的捏造》（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一书而起。在该部颠覆性的历史著作中，温德夏特指责澳大利亚历史学
家为迎合现今“政治正确”倾向，尤其是为迎合土著民族平等权利运动而急于篡改历史，捏造出白人殖

民者对土著人民肆意欺凌屠戮的“伪史”。针对温德夏特的言论，大多数历史学者在驳斥之余，也承认

历史书写的政治特质。他们也对历史上土著—殖民者冲突问题作更深层面的解读。格里菲斯大学马

克·芬南（Ｍａｒｋ Ｆｉｎｎａｎｅ）指出，如果考察在历史叙事中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的书写，我们往往会发
现历史解读的韧性，会发展成为正统叙事的主流。经过历史的争议，历史也受到影响、改写，乃至重写。

名古屋商科大学的镰田真弓则对澳大利亚与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

尔文的轰炸事件的记忆与纪念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纪念仪式是强化和构建共同拥有的过去的工具。

纪念仪式选择性地提醒人们过去发生的事件，告诉人们应该记住什么。但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

和政治的环境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在澳大利亚的二战记忆中，日本对达尔文的轰炸事件原来不占

重要位置，最初的纪念主要是每年 ２月 １９日在码头上追悼轰炸中遇难的码头工人，以及在达尔文市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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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碑下追悼平民死者。但是自从 １９９２年以后，纪念的仪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澳大利亚追忆
其在太平洋战争中死难的国家卫士的活动，进而被定为全国性的纪念日。２０１１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专
程访问达尔文参加纪念活动，因此轰炸事件的纪念活动具有了加强美澳军事关系的象征意义。镰田真

弓进而分析了日本对达尔文轰炸纪念活动的参与。她认为，达尔文轰炸逐渐演化成为澳大利亚军事防

卫的重大事件，被不断重塑、重构，成为目前美、澳、日军事同盟关系建制的象征。在这一转变中，原本被

追悼的码头工人却不再被缅怀，甚至被忘却。

或许有的人会对日本学者镰田真弓的阐述产生疑惑，历史中的敌友关系本是泾渭分明的，然而因时代

与环境的变迁，纪念的主客体却可以让位给新的地缘政治关系。正如温德夏特对历史叙事的公然颠覆反

而引发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政治本质的反思一样，在历史的构筑和叙事中的确有着明确、清晰的政治因

素。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指出，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政治”的论述是理解历史动力学的一种有效路径。

围绕承认的斗争至今依然存在，而且非常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就是基于对承认的欲望。

三　 亚洲—澳大利亚关系

中国和澳大利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往来历史。在紧接会议开幕式后的专场主题讨论中，在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著名记者理查德·费德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ｉｄｌｅｒ）主持下，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李熙真（Ｈｅｅｊｉｎ Ｌｅｅ）、
印度加尔各答加达普尔大学（Ｊａｄａｖｐ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尼兰加纳·戴卜（Ｎｉｌａｎｊａｎａ Ｄｅｂ）、日本防卫大学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的福岛辉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弘就澳大利亚研究在亚洲的发展
与现状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讨论。戴卜就澳大利亚土著问题与印度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对比，韩国和日

本学者则对澳大利亚研究在各自国家的缺失作了成因和对策分析。陈弘对中澳历史作了回顾，他指出，

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商人从南洋进行海参进口，其中一大部分海参就是印尼渔民与北澳土著人物物交易

而来，从某种角度来看，那也是中澳关系之滥觞。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中，大批华人到维
多利亚地区进行淘金，中澳民间交往关系可谓由来已久。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对澳大利亚始

终具有的长期、强烈的关注。中澳关系自贸易始，而现在中国又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全球化

时代，两国贸易关系的日趋紧密将进一步催生相互彼此的学术研究。

澳大利亚著名智库，独立研究中心（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本杰明·赫尔斯科维奇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ｅｒｓｃｏｖｉｔｃｈ）则对比了中澳两国历史叙述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即中国的“百年国耻”和
澳大利亚的“距离的暴政”（ｔｙｒａｎｎｙ ｏｆ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华东师范大学侯敏跃对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
姆与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渊源做了翔实、全面的回顾，并精要地分析了中澳关系中近年来

所发生的误读、误解、误判。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Ｓｔｅｐｈｅｎ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参与了中澳外交关系建
立的全过程，也是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中澳关系发展历史的参与者和目击者。在其讲话中，费思回顾
了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洪文等在中澳建交后的交往。事实上，在当代澳大利亚对外政治理念

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澳大利亚秉承着欧美历史与文化传统，认同西方价值体系与政治体

制，而另一方面又深知自身地处亚太地区，与亚洲，尤其是中国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经济利益与民

族文化关联。费思在回顾惠特拉姆的对亚政策时指出：“他［惠特拉姆］认为，要改变澳大利亚与亚洲

的关系，首先必须改变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的观念与感受。”确实，随政治与策略改变的不仅是“观念与感

受”，而且更是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与书写。

由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本次“争议历史与记忆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吸引了来

自中国、澳大利亚，和亚洲、欧洲、美国多国的 ７０多位顶尖专家学者发言，２００ 余名听众列席。除上文评
述观点外，研讨会还对澳大利亚文学中对土著、华人等的反映、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中澳艺

术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会议成果甚丰，被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马克·文莱特（Ｍａｒｋ Ｗａｉｎ
ｗｒｉｇｈｔ）教授誉为“迄今举办的最好的一次澳大利亚研究学术飨宴”。

（责任编辑　 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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